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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不熄的文化“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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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102 岁”的古建“大觉

精舍”经由历史上的第五次修缮后，焕

新回归公众视野。一百年前，民国老

贵阳三大家族之一、有“华家的银子”

之称的华家，在紧贴老城墙内一处名

叫“大树脚”的地方开工修筑了“大觉

精舍”，民间俗称“华家阁楼”。

6 月，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原创

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正式公演。话

剧演绎了贵州乡贤谢六逸先生在抗战

岁月里的新闻担当、文化担当。1941

年，谢六逸应贵阳文通书局之邀，主持

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主编《文讯月刊》

的经历，是其文化担当的主要体现。

1908 年，贵阳华家创办的贵阳文

通书局正式开业，是民国时期集编辑、

出版、印刷于一体的贵州首家民营出

版机构，鼎盛时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等一道列为全国七大书局。文通

书局是贵州华氏家族华联辉、华之鸿、

华问渠祖孙三代以经营盐业积累百万

资产后“富而好礼”“富而好文”之举，

贵州话剧团将这段历史演绎为原创话

剧《天地文通》。剧中将华联辉、华之

鸿、华问渠祖孙三代凝练为主角“文知

辉”，塑造了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

华文明而倾其所有、矢志不渝的一代

儒商形象。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贵州师

范大学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三位教

授整理的《〈文讯月刊〉全编》在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贵阳文通书局

《文讯月刊》首次完整影印出版。《文讯

月刊》在时间上历时七年多，在空间上

跨越了贵阳、重庆、上海三地，主编为

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名家，是抗

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刊物。

在战争岁月里，华家的文通书局、

《文讯月刊》，成为抗战大后方不熄的

文化“烽火”。

2024 年 5 月 正 式 开 园 的“ 新 印

1950”文化创意街区，也有着贵阳文通

书局的印记。1950 年 1 月 12 日，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连队

生活报”印刷厂的基础上，数十家印刷

厂组建成立贵州人民印刷公司（新印

厂前身）。华家创办的“文通书局”正

在其中，新旧时代的文化传承接力由

此完成。

百年间，华氏家族的身影逐渐远

去，但其间蕴含的、无形的传统文化精

神，却借着一处馆舍、一座书局、一本

期刊，不断传承、不断“更新”。

一处馆舍：

“城市更新”下的“在地
文化”表达

“电台街的‘大觉精舍’，是华家在

贵阳现存的唯一一处场馆遗迹。”贵州

文化老人、省文史馆馆员谭佛佑说。

一百多年前，华家兴建私家禅院

“大觉精舍”时，贵阳城的老城墙尚且

保存完整。大觉精舍地处紧贴老城墙

内的“大树脚”，距离老贵阳“九门四

阁”的老东门（又名“武胜门”）、“文昌

阁”不远。1927 年至 1946 年，因修建马

路、拓展城区、便利交通等缘由，贵阳老

城墙先后被拆除，仅遗存少部分城墙，

其中老东门月城到大觉精舍一段较为

完整。1939年，贵阳广播电台在大觉精

舍成立，租用藏经楼底层、厢房为办公

室和播音室。大觉精舍的旧地名“大树

脚”由此更名为“电台街”。作为仅次于

中央台、国际台和昆明台的第四大广播

电台，该电台可向西南、东南沿海城市

及东南亚播送，使用国语、沪语、粤语及

外语播音。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

当晚，一个以“贵阳人民广播电台”为呼

号的声音，穿越夜空，回响黔中大地。

近年来，贵阳大力实行“城市更

新”，打造将“九门”与“四阁”连接为线

的贵阳历史城垣步道，老东门、文昌阁

是“九门四阁”中仅存者。从文昌阁沿

贵阳历史城垣步道北行，有一座五层

五重檐八角攒尖阁楼隔着城墙跃入眼

帘，此即“大觉精舍”标志性建筑。经

莲花坡进君子巷，过君子亭入电台街，

与文笔街相汇处即抵已列入省文物保

护单位的“大觉精舍”。2024 年 4 月，

大觉精舍迎来了第五次修缮。据历史

修缮记录，自 1965 年起，大觉精舍历经

过四次修缮。“除了首次修缮是请北京

专业古建队进行全面维修，之后的三

次都是‘小保养’。”贵阳市文物保护中

心大觉精舍保护修缮项目现场代表赵

嫚说，此次修缮是自 1965 年全面修缮

后，时隔 59 年的“大保养”，解决了墙

体酥碱剥落病害、外檐木构部分腐朽、

屋顶藤蔓树木伤害等“病症”。

修缮后开放的大觉精舍“修建如

旧”：中心建筑五层佛阁坐东向西，八

角翘檐层层上涌，高凌霄汉，南、北厢

房对称相配，西面藏经楼曲栏四周，一

派古风；又“活化利用”，北厢房设“文

通书局”和“茶舍”，南厢房为新引入的

本土非遗设计品集合店，汇聚了数十

个有志于非遗传承与文化复兴的艺术

家与设计师品牌，常售产品超过 1000

件，一脉文风。

目前，“大觉精舍”在北厢房处的

“文通书局”仅为挂牌，有计划引入新

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上世纪 50 年

代初，华家的贵阳文通书局完成使命

走 进 历 史 ，时 隔 半 个 世 纪 后 的 2002

年，贵州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何长

凤以一部 33 万字的《贵阳文通书局》

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文通书局的传奇

历程，但大众对文通书局的历史所知

甚少。有感于此，五之堂书店创始人

舒奇峰决议接续传承历史，于 2009 年

与新成立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合作，注

册成立了贵阳文通书局。新时期的

贵阳文通书局先后与贵州大学出版

社、上海锦绣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贵州民族大学等省内外出版

社、高校合作，策划出版发行了一系

列社会学、人类学图书。新成立的文

通书局，虽与抗战时期的文通书局无

血脉关系，不过无论如何，文通书局

能以另一种方式新生，也未尝不是一

种传承。

据舒奇峰介绍，新成立的贵阳文

通书局计划通过文创项目、文旅（研

学）项目，打造在地文化、做在地化表

达。在他的理解中，“在地文化”从来

都不是固化的、单一的风俗习惯、方言

艺术、建筑风格，而是这些内容的合

集，以及它们历经交融、互补、妥协后

形成的观念诠释；做在地化表达，远不

止是简单的形式语言“翻译”，也不止

是对传统物理场所的翻新复制，而是

传 递 出 本 地 人 的 生 活 习 性 、态 度 哲

学。这些与“大觉精舍”修缮后的场所

活化利用思维，不谋而合。

一座书局：

使“后方文化，赖以流传”
晚清民国年间，老贵阳流传一句

顺口溜：“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

家的银子。”如此“三子”，形象地勾勒

了近代贵阳三大家族不同的生态类

型：高家田产多，谷子满仓；唐家官员

多 ，顶 子 耀 眼 ；华 家 银 子 多 ，由 士 入

商。前两“子”象征着旧时代的往日余

晖，后一“子”则是近代中国转型中，贵

州近代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力的典型。

“华家银子”的创业者，主要是华

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据

《贵阳文通书局》一书中的记载，华氏

家族原本是江西临川“江右望族”，清

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来到遵义南乡水

里（今团溪镇）定居。入黔先祖先是以

精湛医术闻名，后医道中辍，华氏迁居

贵阳。至华联辉（1832 年-1885 年）时，

家道发生巨大变化，崇儒学而立盐业，

经营永隆裕盐号、光绪乙亥（1875 年）

中举，成为贵州巨富儒商。华联辉虽

在商而向儒，曾出资刊刻印刷《六事箴

言》《菜根谈》等多部图书，书上有“播

州 华 氏 刻 本 ”“ 遵 义 华 氏 刻 本 ”等 字

样。晚年曾派员赴上海学习铅字印刷

新技术，回来办厂出书。不料所派之

人改学钟表修理，滞留上海不回。华

之鸿（1871 年-1934 年）继承祖业后经

营有道，人称“华百万”。但“华百万”

对钱财的认知不同于旧，颇具现代思

想：“须知银钱，乃天地间公物，特假于

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

为祸。”他常思“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

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

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

于全国各省之后。而欲传播知识，唯

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

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

祖未尽之遗址，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

与文化”。从 1898 年起，华之鸿以华氏

刻本形式刊版印制《宋名臣言行录》

《樗茧谱》等书籍发行于世，并捐资创

办了多所学校，更举巨资兴办规模较

大、设备先进的书局。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

寓意的文通书局在贵阳王家巷成立，

田庆霖任经理。

文通书局创办时间之早，在全国

名列前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在《中

国通史·近代前编》载：中国近代出版

企业成熟标志之商务印书馆，创立于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仅比文通书

局早 11 年。全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

创办于 1912 年，比文通书局晚 4 年。

另外全国几大书局：大东书局创办时

间晚于文通书局 8 年，世界书局创办

晚于文通书局 9 年，开明书局创办比

文通书局晚 18 年。

文通书局投资之巨，在当时书企

亦属少有。华氏总计注入 20 万两白

银，购置厂房、聘请日本技师、三次委

派经理田庆霖远赴日本东京采购设

备。又因书局用纸，多需从省外乃至

国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华之鸿决心

再创办一座现代机器造纸厂。几经挫

折，最终东渡日本购入先进造纸机器

设备，于 1919 年建成永丰抄纸厂，累计

耗资 60 万银元。文通书局的印刷机器

设备和永丰抄纸厂的造纸机器设备，

基本上均成套向国外引进。据《贵阳

文通书局》一书列举的详细清单，累计

购进印刷机器设备 33 部，其中有 19 部

为日本、美国、丹麦、德国制造；造纸设

备主件 13 台（部），全部由日本引进。

可见百年前遐荒贵州的先行者，已知

高起点向外引进最新技术。已故贵州

近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崇演认

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开创了贵州

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即第一次因兴

办实业而派人出国采办机器；第一次

派工人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第一次

为办实业而聘请日本技师专门培训学

生；第一次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

器引进贵州；第一次使用蒸汽作为动

力；第一次从日本大量引进照相器材

并将照相技术应用到印刷工业中等

等。无怪乎留英张肖梅博士在 1939 年

编写的《贵州经济》一书中如是描述文

通书局：“该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

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

视为惊人之伟举。”

文通书局眼光高远，中西合璧，其

所刊印的第一本铅印书是“西南巨儒”

郑珍编纂的《播雅》，第一部石印书籍

则是贵州最早的一本英文教科书。上

世纪 20 年代，随着贵州教育的发展，

教科书、图书、文化用品等需求量大

增，华之鸿决定成立“图书部”，扩大发

行、销售。图书部承担了供应全省各

县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除了销售自

己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外，还经销

中华、大东等大书局出版的图书。茅

盾、巴金、鲁迅等名人著作，《子夜》、

《虹》、《彷徨》等小说，很受贵阳读者的

欢迎，畅销一时，成为新文化、新知识、

新思想的传播中心。1934 年华之鸿去

世，其子华问渠（1894 年-1979 年）接过

书局和抄纸厂的重担。

抗战军兴，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

的确立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让贵阳

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迎来了“战

时经济”的发展机遇。据统计，当时

来贵州的专家学者、正副教授近三百

人，著名文化人士也不下二百多人。

华问渠看准机遇，改组文通书局原有

的机构，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其

中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即瞄准

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的机遇而策

划建立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编

审委员会由 112 人组成，集中了全国

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诗人以

及政界名流，队伍之庞大，名人之众

多，学识之渊博，人才之荟萃，堪称当

时第一。其中很多人是书局的撰稿

人、主编、最后定稿人，这就保证了文

通书局出书的质量，及其在社会上的

影响力。何长凤写道：“编辑所出版图

书、报刊、杂志数量品种之多，内容之

广，受到欢迎的程度，都是空前的，使

‘后方文化，赖以流传’。”

此外，编辑所创立了面向全国的

《文讯月刊》杂志，参与了商务、中华、

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书局组成的

“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

处”，一跃而成为具有全国水平，集编

辑、出版、营销于一体的文化出版集

团。据何长凤统计：文通书局出版各

类图书近五百来种，数十万册。丛书、

丛刊、文库、名著 35 类，约有 292 种；出

版、承印报纸和杂志 28 种；编辑出版

《文讯月刊》9 卷，55 期，49 册。印制贵

州纸币、票据、表册等等，创造了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一本期刊：

抗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
的文化刊物

1941 年 6 月，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

成立后，马宗荣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

长，编辑所又编辑出版《文讯月刊》。

《文讯 月 刊》于 1941 年 10 月 10 日 创

刊，1948 年 12 月 5 日出版第九卷第五

期后终刊，前后共出版了 9 卷 55 期 49

册，发表各类文章或译作 760 余篇。

该刊的主编为谢六逸、顾颉刚、白寿

彝等名家，撰稿人包括唐弢、李健吾、

艾芜、碧野等文化名人，主要发表学

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

态等，同时兼顾文学、历史、科技、哲

学、艺术、工业等方面，为抗战文化、

大 后 方 文 学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保 存 了

参考史料。

“全面抗战时期，贵阳涌现大量

文艺性刊物及报纸文艺副刊，达七十

多种。这些刊物刊行时间长短不一，

影 响 不 一 ，但《文 讯 月 刊》持 续 时 间

长、质量高，是影响最大的刊物。《文

讯月刊》是上世纪 40 年代在西南地

区乃至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重要期

刊。”贵州师范大学王永伦教授团队

发 现 ，现 存《文 讯 月 刊》有 不 同 程 度

的老化或损毁现象，各档案馆、图书

馆 收 藏 情 况 也 不 是 很 理 想 ，于 是 对

《文讯月刊》进行搜集、影印、整理与

出 版 ，出 版 时 编 制 了 详 细 的 篇 名 目

录 、篇 名 索 引 、作 者 索 引 ，以 便 于 下

一步的研究和利用。

华问渠曾回顾《文讯月刊》的举办

初衷：“那时贵阳文通书局刚成立了编

辑所，感到作者、读者和出版者间应

有一个联系的东西，便创办了本刊。

原意也许只想办一个像《出版周刊》

一样的东西，所以拟议的原名是叫作

《文通书局通讯》。但等到发刊的时

候，本刊的目的却变成了‘刊载学术

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

以 及 其 他 与 出 版 事 业 有 关 的 文 字 ’

（发刊词）。于是‘文讯’这个名称，实

际上并不是《文通书局通讯》的简称，

而应是‘文化通讯’的简称了。”故而

将期刊命名为《文讯月刊》。《文讯月

刊》一直秉承着发刊词的理念宗旨，

坚守文化阵地，即使是在《文讯月刊》

的首任主编谢六逸病逝后，主编一职

几易其主，但依然坚守“团结抗战，繁

荣学术、文艺”的指导思想，刊登的文

稿质量也一直未曾改变。

王永伦教授团队梳理了《文讯月

刊》的编辑出版，认为其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主编为‘大编辑家’，他们为

《文讯月刊》的存续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先后出任《文讯月刊》主编的

包括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

等著名专家学者。二是撰稿人多系

当时的名人名家，他们是《文讯月刊》

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三是《文讯月

刊》尽管辗转多地，历尽艰辛，但办刊

宗旨始终不变，这使其影响力经久不

衰；《文讯月刊》在时间上历时七年多，

在空间上跨越了贵阳、重庆、上海三

地，后任主编对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

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其办刊宗

旨整体上是始终如一的，这就使得《文

讯月刊》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影响力

经久不衰。”

“从《文讯月刊》办刊历程及刊载

的文章来看，其紧跟时代发展的趋势，

为当时学人提供了阵地，传播了新知，

激发了民众的进步意识，为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及各学科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也促进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报刊发

展史特别是贵州现代报刊发展史的认

识和理解。”王永伦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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